
碳排放分解: 理论基础、
路径剖析与选择评判

渠慎宁

摘 要 温室气体排放分解分析作为研究事物变化特征及其作用机理的

一种分析框架，在环境经济研究中得到越来越多的应用。作者介绍了目前较

为常用的几种分解方式，并对其进行比较。碳排放指数分解分析方法通常利

用能源恒等式将碳排放量表示为几个因素指数的乘积，根据不同的权重确定

方法进行分解，以明确各个指数的增量份额; 这类方法适用于对含有较少因

素的模型进行分解，并适合处理时间序列数据，进行跨国比较，主要包括

Laspeyres 类指数分解与 Divisia 类指数分解。其中，LMDI Ⅰ方法凭借无残

差、易使用等优点得到了较为广泛的运用。结构分解分析方法则可进行更为

系统的分析，能针对较多影响因素模型进行分解，解析各因素对排放量的影

响，但这种方法对数据收集有较高的要求。结构分解分析方法与碳排放分解

分析方法最大的区别在于前者基于投入产出系统，而后者则只需使用部门加

总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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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全球气候变化问题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学术界开始尝试发掘影响温室

气体排放变化的深层次因素，从而更深入地探究气候变化的成因和影响。一般看来，

温室气体排放量是由一个国家的技术水平、富裕程度、能源结构、经济结构、人口结

构等众多因素共同作用决定。传统观点认为随着人类财富的增加，日益增长的能源消

费是排放量增加的主要原因，并未考虑人口、技术等因素 ( Kaya，1989 ) 。随着研究

的深入，一些实证研究表明人口、经济、技术等均为决定排放量的重要因素，这些决

定因素在不同的国家对排放量的贡献程度也存在差异。目前，分解分析作为研究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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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变化特征及其作用机理的一种分析框架，在环境经济研究中得到越来越多的应用。
针对排放影响因素进行分解，定量分析因素变动对排放量变动的影响，逐渐成为研究

这类问题的有效技术手段。

一、碳排放分解分析的基础

碳排放分解分析通常是基于能源恒等式，首先建立碳排放量与其相关影响因素之

间的数量关系，再对排放的变化量进行分解。目前较为常用的能源恒等式有 IPAT 类

恒等式与 Kaya 恒等式。IPAT 恒等式由 Ehrlich 和 Holdren ( 1970) 提出，反映人口对

环境压力的影响。该方程将环境影响和人口规模、人均财富以及与环境相关的技术水

平联系 起 来， 建 立 四 者 之 间 的 恒 等 式: IMPACT ( I ) = POPULATION ( P ) ×
AFFLUENCE ( A) × TECHNOLOGY ( T) 。IPAT 恒等式主要可用于探求影响排放变化

背后的各驱动因素。其中，I 代表排放量，P 代表人口，A 代表财富，T 代表技术或

经济活动的能源效率。在此基础上，Waggoner 和 Ausubel ( 2002 ) 对 IPAT 恒等式进

行了延伸，将技术水平 T 进一步分解为单位 GDP 所消耗的技术 ( C) 与每单位技术

对环境的影响 ( T) 之积，得出 ImPACT 恒等式，即 “I = PACT”。然而，York 等

( 2002) 认为 IPAT 及 ImPACT 模型均存在一些局限性: 若分析问题时仅改变一个因

素，而保持其他因素固定不变，得出的结果即为变化因素对因变量的等比例影响，这

种纯线性关系与实际情况存在出入; 为了修正 IPAT 模型的不足，分析人口因素对环

境因变量的非线性变化影响，作者又进一步在 IPAT 模型的基础上建立了 STIRPAT
( Stochastic Impacts by Regression on Population，Affluence，and Technology) 模型，即:

Ii = aP
b
i A

c
i T

d
i ei。等式两边取对数即可将该模型改写成加法模式: lnIi = a + blnPi + clnAi +

dlnTi + ei。
Kaya 恒等式由 Kaya ( 1989) 提出，该式与 IPAT 的分析框架不同，将经济、政策

和人口等因素与人类活动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联系起来，具体表述为: CO2 =
CO2

PE ×

PE
GDP × GDPPOP × POP。其中，CO2、PE、GDP 和 POP 分别代表二氧化碳排放量、一次能

源消费总量、国内生产总值以及国内人口总量。其中，
CO2

PE、
PE
GDP、

GDP
POP又分别被

称为能源结构碳强度 ( IC) 、单位 GDP 能源强度 ( IE)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 G ) 。
Kaya 恒等式反映了一国能源结构与经济结构对排放量的影响，能够发掘导致碳排放

变化的深层次因素。同时，Kaya 恒等式又具有较好的延伸性，使用过程中可根据实

际情况对各因素进行进一步分解，因此 Kaya 恒等式在碳排放分解问题中的应用也

较为广泛。
碳排放分解方法经过 40 年的研究发展，方法学体系常用的分解方法大致可分为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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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类: 指数分解分析 ( Index Decomposition Analysis，IDA) 与结构分解分析 ( Structural
Decomposition Analysis，SDA) 。相比之下，IDA 法更为简单，最早发源于 20 世纪 70
年代的工业能源消费分解研究，适用面也更广。

二、碳排放指数分解分析评价

IDA 法通常利用能源恒等式将碳排放量表示为几个因素指数的乘积，并根据不同

权重确定方法对各因素进行分解，以确定各个指数的增量份额。该方法的最大优点在

于通过对子行业的分解能够追溯因变量指数能源效率或能源相关的环境变化的原因，

找出间接影响总指数的深层次因素，从而为制定切实可靠的政策措施提供依据。同

时，该方法还适于进行时间序列分析及跨国比较。IDA 法主要包括 Laspeyres 类指数

分解法与 Divisia 类指数分解法。
( 一) Laspeyres 类指数分解法

Laspeyres 指数法于 1864 年由德国数学家 E. Laspeyres 提出，20 世纪 70 年代末至

80 年代初该思想逐步被运用于能源分解领域。通过固定其他要素于基年的值，观察

某要素在某段时间内波动给待考察总量带来的影响，可以计算该要素带来的冲击程

度，Jenne 和 Cattell ( 1983) 使用该方法测算了美国及英国工业领域内的能源消耗趋

势。Laspeyres 分解法假定在 n 维空间中，变量 V 可被分解为 n 个影响因素的乘积，

即 V =∏n
i = 1 xi。在 ［0，T］ 周期内，变量 V 的值从 V0 变为 VT，则有 ΔV = VT － VO =

∏n
i = 1x

T
i －∏

n
i = 1x

0
i =∏

n
i = 1ΔVxi，其中，xT

i = x0i + Δxi，Δxi 为因素 i 在周期 ［0，T］ 内的

变动量。通过 Laspeyres 分解，因素 xi 对总量 V 的影响可表示为: ΔVxi =
∏n

k = 1xk

xi
Δxi。

然而，Laspeyres 分解只是一种近似的分解方法，分解方程左边有 2n － 1 项，而方程右

边仅有 n 项，这表明有 2n － 1 － n 个二阶及二阶以上的 Δ项被省略。
Laspeyres 分解法是所有 Laspeyres 类指数分解方法的基础，并在此基础上又进一

步发展出 Paasche 分解法、Marshall-Edgeworth 分解法、Fisher 分解法、Shapley 分解

法、Sun 分解法等。鉴于 Laspeyres 指数分解方法存在残差项被省略、不够精确的问

题，一些学者逐步发展提出一些相关的修正方法。其中，使用较为普遍的方法主要有

三种。
1. Shapley 分解法

Shapley ( 1953) 在分析合作博弈问题时首先提出 “Shapley 值”的概念，后被广

泛运用于研究成本分配问题。Albrecht 等 ( 2002) 将其扩展到能源和环境经济分析领

域，并运用该技术分解 1960—1996 年比利时、法国、德国和英国的碳排放，发现碳

的能源使用强度与经济增长带来的脱碳程度对碳排放影响最大。Shapley 分解方法避

免了 Laspeyres 分 解 法 面 临 的 残 差 问 题，最 后 得 到 的 结 果 更 为 精 确。n 个 因 素 下

Shapley 分解的过程可表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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ΔVxi = ∑ i∈SN，| S| = s

( s － 1) ! ( n － s) !
n!

［V( S) － V( S － { ( i) } ) ］

= ∑ i∈SN，| S| = s

( s － 1) ! ( n － s) !
n! ∑m

j = 1
(∏ i∈S

xTj，t∏p∈N \S
x0j，p －∏ i∈( S－{ ( i) } )

xTj，i∏P∈N( S－{ ( i) } )
x0j，p )

( 1)

其中，V ( S) 是具有如下特征的函数: 当影响因素 xi 在集合 S 内时，使用 T 期

的数据; 反之，则使用 0 期的数据。
2. Sun 分解法

Sun ( 1998) 根据“联合创造与平均分配” ( Jointly Created and Equally Distributed)

原则，将 Laspeyres 分解法推广到全分解模式，同样也能解决 Laspeyres 分解法面临的残

差问题。该方法也被称为修正的 Laspeyres 分解法或全分解方法。根据该分解方法，因

素 xi 对总量 V 变化的影响为:

ΔVxi =
∏

n

k = 1
xk

xi
Δxi +

1
2∑i≠p

∏
n

k = 1
xk

xixp
ΔxiΔxp + 1

3 ∑i≠p≠q

∏
n

k = 1
xk

xixpxq
ΔxiΔxpΔxq + … +

∏
n

k = 1
Δxk

n ( 2)

由于该方法是对 Laspeyres 分解的全分解，Zhang 和 Ang ( 2001 ) 称之为 “修正

的 Laspeyres 分解”方法。修正的 Laspeyres 分解法具备易于计算与理解等优点，目前

已被广泛应用于能源分解研究领域。Paul 和 Bhattacharya ( 2004 ) 使用该方法分析了

印度 1980—1996 年二氧化碳排放变化的影响因素，将其分解为四种因素的作用: 污

染系数、能源强度、结构变化与经济增长，并发现经济增长对碳排放量的变化影响程

度最大。Zhang 等 ( 2009) 则用其探讨了中国 1991—2006 年二氧化碳排放变化的影

响因素，将二氧化碳排放变化量分解为四种因素: 二氧化碳强度、能源强度、经济结

构、经济增长。同样发现经济增长与二氧化碳排放变化量的增加有显著正相关性，而

能源强度的提高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排放量，二氧化碳强度与经济结构的变化对排

放量的影响程度相对较小。
Shapley 分解法与修正的 Laspeyres 分解法均为加法分解，具有一定的相似性。

Ang 等 ( 2009 ) 经 过 严 格 的 数 学 推 导 证 明 了 Shapley 分 解 法 完 全 等 价 于 修 正 的

Laspeyres 分解法，将 Shapley 分解法改写成 Laspeyres 指数形式时，其表达式与修正的

Laspeyres 分解法完全相同。因此，Ang 等 ( 2009) 将上述两种方法统称为 “S /S 分解

法” ( Shapley /Sun Method) 。
3. 修正的 Fisher 指数分解法

Fisher ( 1922) 提出了著名的两要素 Fisher 指数公式，后被 Liu 和 Ang ( 2003) 等

人运用于排放分解问题的研究。假定 V 为一排放总指数，其值受 x1、x2 两个因素的影

响，有 V =∑iVi =∑i x1i x2i。下标 i 表示构成总指数的类别，如所消耗能源的种类，区域

内的各个国家等。从时间点 0 到 T，V 值的变动水平 D 为: D = VT

V0 =
∑i x

T
1i x

T
2i

∑i x
0
1i x

T0
2i
= Dx1Dx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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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Dx1、Dx2分别为因素 x1、x2 给 V 值的变化所带来的影响。利用 Fisher 指数公

式，则有:

Dx1 =
∑

i
xT1i x

0
2i

∑
i
x01i x

0
2i

·
∑

i
xT1i x

T
2i

∑
i
x01i x

T
2







i

1
2

( 3)

Dx2 =
∑

i
x01i x

T
2i

∑
i
x01i x

0
2i

·
∑

i
xT1i x

T
2i

∑
i
xT1i x

0
2







i

1
2

( 4)

然而，由于现实中，影响排放的因素通常不止两个，传统的 Fisher 分解模型也逐

渐面临一些局限性。Ang 等 ( 2004 ) 将其推广到 n 个因素模式下，并称之为 “修正

的 Fisher 指数分解法”。目前该方法已成为基于 Laspeyres 分解原理的重要方法之一。
假定变量 V 受 n 个因素的影响，有 V =∑i x1x2…xn。定义集合 N = { 1，2，…，

n} ，且 N 的基数为 n。集合 S 为 N 的子集，且 S 的基数为 s'。定义函数 V ( S) =
( ∏l∈Sx

T
l ∏m∈N \ s x

0
m ) 且有 V ( ) =∑ ( ∏m∈N x

0
m ) ，其中  为空集。根据 “几何平

均”准则，可 将 D 分 解 为 n 个 部 分。xj 对 V 值 变 化 的 影 响 Dxj 为: Dxj = ∏SN
J∈S

V ( S)
V ( S { j} )

( s' － 1) ( n － s') !
n[ ]!

。上式即为一般情况下 Fisher 分解的表达式。当 n = 2 时，该式

即为传统 Fisher 分解法的表达式。相比于 Shapley 分解法与修正的 Laspeyres 指数分解

法，修正的 Fisher 分解法属于乘法分解。Ang 等 ( 2009) 认为修正的 Fisher 分解法即

为 S /S 分解法的乘法表达式。
( 二) Divisia 指数分解法

Divisia 指数分解法最先由 Boyd 等 ( 1987) 提出，后经 Ang 等人的修正与发展，

目前已成为能源与环境经济分解研究领域内继 Laspeyres 指数分解外的又一类重要方

法。Divisia 指数分解法主要包括 AMDI ( Arithmetic Mean Divisia Index) 与 LMDI ( Log
Mean Divisia Index) 两种方法。Divisia 分解法通常假定一排放指数 V 受 n 个因素的影

响，有 V =∑i x1i x2i…xni，且 Vi = x1i x2i…xni，其中下标 i 表示构成总指数的类别，如所

消耗能源的种类等。指数 V 从 0 期的 V0 =∑i x
0
1i x

0
2i…x0ni变为 T 期的 VT =∑i x

T
1i x

T
2i…xT

ni，

因此可在此基础上对 T 期内的排放变动量进行分解。Divisia 分解法一般具有乘法分解

与加法分解两种形式。乘法分解模式为 Dtot = VT /V0 = Dx1Dx2…Dxn ; 加法分解模式为

ΔVtot = VT － V0 = ΔVx1 + ΔVx1 +… + ΔVxn。
1. AMDI 分解法

AMDI 分解法由 Boyd 等 ( 1987 ) 提出，其最初是乘法分解形式，随后 Boyd 等

( 1988) 又提出了该方法的加法分解形式。AMDI 与 LMDI 在很多情况下可以替代使

用，所得的分解结果通常也较为接近。通过 AMDI 分解，分别可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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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法模式下: Dxk = exp ∑iW
*
i ln

xT
ki

x0( ){ }
ki

( 5)

加法模式下: ΔVxk =∑iW'i ln
xT
ki

x0( )
ki

( 6)

其中 W*
i =

VT
i

VT + V0
i /V( )0 /2，且 W'i = ( VT

i + V0
i ) /2。

2. LMDI 分解法

LMDI 分解法又可进一步分为 LMDI Ⅰ分解与 LMDI Ⅱ分解两类，并均有乘法分

解与加法分解的模式。Ang 等 ( 1998) 最先提出 LMDI Ⅰ的加法分解模式。随后 Ang
和 Liu ( 2001) 又提出了 LDMI Ⅰ的乘法分解模式。LMDI Ⅱ分解则由 Ang 和 Choi
( 1997) 提出。由于所得结果与 LMDI Ⅰ较为接近，但计算过程更为复杂，该方法并

未得到普遍使用。

LMDI Ⅰ下乘法分解模式为 Dxk = exp ∑i
L ( VT

i ，V0
i )

L ( VT，V0 )
ln

xT
ki

x0( )[ ]
ki

; 加法分解模式为

ΔVxk =∑iL( VT
i ，V0

i ) ln
xT
ki

x0( )
ki

，其中函数 L ( a，b) 为两正数 a，b 的对数平均值，即:

L( a，b) =
a － b

lna － lnb， a≠ b

a，
{

a = b
( 7)

LMDI Ⅱ下乘法分解模式为:

Dxk = exp ∑
i

L( wT
i ，w0

i )

∑
j
L( wT

j ，w0
j )
ln xTki

x0( )[ ]
ki

( 8)

加法分解模式为: ΔVxk =∑i
L ( wT

i ，w0
i )

∑jL ( wT
j ，w0

j )
L( VT，V0 ) ln

xT
ki

x0( )
ki

( 9)

其中 wT
i = VT

i /V
T，w0

i = V0
i /V

0。

可见 LMDI Ⅰ与 LMDI Ⅱ两种分解方法在形式上非常相似，差别仅在于 ln
xT
ki

x0( )
ki

前

的权重不同; 而 AMDI 分解法与 LMDI 分解法的区别在于前者的权重项为加权平均，

而后者的权重项为对数平均。
3. 方法应用领域

LMDI Ⅰ目前已成为最为流行的碳排放分解方法，现有研究主要分为三个领域。
( 1) 分析国家碳排放影响因素。Lee 和 Oh ( 2005) 利用 LMDI Ⅰ法分解了 APEC

国家或地区的二氧化碳排放变动量，发现人均 GDP 与人口是导致二氧化碳排放量增

长的主要因素。Hatzigeorgiou 等 ( 2008) 则分别利用 AMDI 分解法与 LMDI Ⅰ分解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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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希腊 1990—2002 年的二氧化碳排放变动量分解为收入、能源强度、能源节约指数

与人口这四个因素的影响结果。结果表明收入是导致二氧化碳排放量变化的主要原

因，而能源强度的提高对排放量的减少起着积极作用。同时，比较两种方法得出的结

果可以发现 LMDI Ⅰ分解法比 AMDI 分解法有更高的精确度。Ma 和 Stern ( 2008) 利

用 LMDI Ⅰ分解方法将中国 1971—2003 年碳排放的变化分解为六个因素的影响，包

括矿物能源替代效应、生物质能替代效应、技术效应、无碳能源替代效应、经济规模

效应、人口规模效应。分解测算结果显示，矿物能源替代效应、人口增长都是导致中

国碳排放量的大量增加的主要因素。技术效应、经济规模效应自改革开放后对碳排放的

影响与改革开放前相比有所改变。同时，中国人口增长对碳排放的边际影响正在减弱。
( 2) 分析区域碳排放影响因素。Liu 等 ( 2012) 将视角进一步延伸到城市层次，

其利用 LMDI Ⅰ分解法探究了北京、天津、上海和重庆四个城市在 1995—2009 年推

动温室气体排放变化的驱动力量。他们发现，这四个城市温室气体排放增长主要受经

济活动因素决定。而由进口能源使用导致的间接碳排放比重的增长，也表明这些大城

市越来越依赖于周边区域的能源供给。因此，要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改变经济结构和

区域经济增长模式至关重要。崔盼盼等 ( 2018) 核算了 2002—2012 年中国 30 个省份

的城镇居民隐含碳排放，并用 LMDI Ⅰ分解法分析碳了排放的驱动机制及空间分异特

征。研究结果表明: 消费水平提高是各区域隐含碳排放增加的主要因素，其中最有代

表性的就是北部沿海区域; 多数地区的人口规模效应对隐含碳排放的增加起到正向作

用，强正向作用区域与东西部的人口分界线趋于一致; 隐含碳排放强度效应是中国各

省份隐含碳排放下降的决定因素。
( 3) 分析行业发展对碳排放的影响。范建双和周林 ( 2019) 利用 Kaya 恒等式与

LMDI Ⅰ分解法对 1997—2015 年中国 30 个省份的碳排放进行了分解，重点考察了城

镇化与房地产投资对碳排放的影响，发现城镇化对碳排放具有显著负影响，而城镇化

房地产投资强度对碳排放具有促增效应，在两者交互作用下的直接效应和空间溢出效

应显著为负。李波等 ( 2018) 利用 LMDI Ⅰ分解法和聚类分析法，讨论优化农地利用

方式对湖北省农业碳排放的影响。其研究发现，1993—2015 年农地经济发展因素累

积引发 276. 33%的湖北碳排放增量，占比最高; 而 2005—2015 年生态退耕产生碳汇

波动较大，从而导致林地和草地碳汇量呈现递减态势。因此，加强农地碳库建设和完

善农地补偿制度将有助于推进湖北农地利用低碳化。赵玉焕等 ( 2018 ) 将国民经济

七大行业分为资本密集型与劳动密集型，用 LMDI Ⅰ分解法将 1995—2014 年七大行

业的碳排放分解成五种因素，并指出活动效应促进了除电力行业外的碳排放，而规模

效应和能源结构效应分别对建筑业和电力行业的碳排放影响最大。

三、IDA 类分解方法之间的比较、选择与演进

综上所述，IDA 类分解法的主要分类如图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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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基于 IDA 分解原理的主要分解方法

资料来源: 作者根据 Ang ( 2004) 整理。

由于 IDA 类分解方法为数众多，面对问题时，应当选择何种方法成为实际应用

中常会出现的问题。Ang ( 2004 ) 提出了评价分解方法的四个准则，包括理论评价

( Theoretical Foundation) 、适应性 ( Adaptability) 、易用性 ( Ease of Use) 、结果的易理

解性 ( Ease of Result Interpretation) 。首先，理论评价是基于指数理论 ( Index Number
Theory) 对分解过程进行测试。Ang 等 ( 2004) 提出了四种测试方法: 因素反转测试

( Factor-Reversal Test ) 、时 间 反 转 测 试 ( Time-Reversal Test ) 、均 衡 性 测 试

( Proportionality Test ) 与 集 聚 测 试 ( Aggregation Test ) 。Hoekstra 和 van der Bergh
( 2003) 在其基础上又补充了零值时的稳健性 ( Zero Value Robust) 与负值时的稳健

性 ( Negative Value Robust) 两种测试方法。在这六项测试方法中，因素反转测试检

验最为重要，该测试检验分解方法是否会产生残差项，是否为全分解。通过该测试的

方法即可 认 为 是 较 理 想 的 分 解 方 法。Ang 等 ( 2004 ) 、Hoekstra 和 van der Bergh
( 2003) 对目前常用的几种分解方法进行了测试 ( 见表 1) ，结果显示 S /S 分解法、修

正的 Fisher 分解法与 LMDI 分解法均能通过因素反转测试。通过对各分解方法进行这

六项测试，结果显示 S /S 分解法各项测试全部通过; 排名第二的是修正的 Fisher 分

解，通过了五项测试; 排名第三的是 LMDI Ⅰ分解方法，通过了四项测试。就理论评

价而言，这三种分解都是较为优秀的方法，值得学者们采用。
适应性准则是指该方法是否具有普遍适用性，能够解决大多数常见问题，如进行

时间序列分析与跨国比较等。可以通过检验分解方法能否处理含有大量偏差的数据、
零值与负值来判断是否满足该准则。易用性准则是评判不同分解方法对于使用者来说

是否容易上手。结果的易理解性与分解方法的理论评价具有密切联系。一般情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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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不同分解方法的检验结果

分解方法
因素反转测试

( 全分解测试)

时间反转

测试

均衡性

测试
集聚测试

零值时的

稳健性

负值时的

稳健性

Laspeyres 分解法 ○ ○ ● ● ● ●

修正的 Fisher 分解法 ● ● ● ○ ● ●

S /S 分解法 ● ● ● ● ● ●

AMDI 分解法 ○ ● ● ○ ○ ○

LMDI Ⅰ分解法 ● ● ○ ● ● ○

LMDI Ⅱ分解法 ● ● ○ ○ ● ○

注: “○”表示未通过该测试，“●”表示通过该测试。
资料来源: 作者根据 Ang 等 ( 2004) 、Hoekstra 和 van der Bergh ( 2003) 整理。

全分解得出的结果要比有残差分解的结果复杂，因此相对较难理解。同时，结果的易

理解性也与乘法分解、加法分解具有一定联系。在某些情况下，加法分解的结果较乘

法分解更易理解，反之亦存在。因此，若某分解方法的加法分解模式与乘法分解模式

的结果可相互转换，其将得到更高的易理解性评价。
需要指出的是，如表 1 所示，Divisia 类分解方法中，AMDI 分解法较 LMDI 分解

法相比具有明显的缺陷。一方面，AMDI 分解法未通过因素反转测试，不能进行全分

解，从而会产生残差项，影响结果的精确性; 另一方面，当数据集合中含有零值时，

AMDI 分解法将无法处理。同样，Laspeyres 类分解方法中，由于 Laspeyres 分解法不

能通过因素反转测试与时间反转测试，修正的 Fisher 分解法与 S /S 分解法将会是更好

的选择。Ang 等 ( 2004) 认为在所有 IDA 类分解方法中，LMDI Ⅰ分解法是最好的方

法。首先，LMDI Ⅰ分解法可以通过了因素反转测试与时间反转测试，不会产生残差

项。其次，LMDI Ⅰ分解法中的乘法分解可以转换成加法分解的形式。对乘法分解的

公式两边取对数，则有 ln ( Dxk ) =∑i
L ( VT

i ，V0
i )

L ( VT，V0 )
ln

xT
ki

x0( )
ki
。同时，Ang ( 2004 ) 证明

了 LMDI Ⅰ分解法下的乘法分解与加法分解具有如下关系:
ΔVxk

lnDxk

=
ΔVtot

lnDtot
。与此相比，

修正的 Fisher 分解法与 S /S 分解法均不具备这两种特征; 另外 LMDI Ⅰ分解法的分解

结果更容易被理解; 而且 LMDI Ⅰ方法的分解过程较修正的 Fisher 分解法与 S /S 分解

法更为简单，更易投入实际应用。然而，相比 Laspeyres 类分解方法，LMDI Ⅰ分解法

的主要缺陷在于无法处理负值数据。Ang 和 Liu ( 2007) 使用 “分析极限”的方法成

功解决了这一问题。由此，LMDI Ⅰ分解法可被用于解决任何分解问题，包括 SDA 方

法下会出现的数据为负值或零值的情况。综上所述，在 IDA 类分解方法中，首选是

LMDI Ⅰ分解法，其次是 S /S 分解法，最后是修正的 Fisher 分解法。
随着需要分析的问题变得越来越复杂，一些学者对 IDA 分解方法进行了延伸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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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进，主要在以下几方面取得了积极进展。 ( 1 ) 改进 IDA 法进行贡献率分析。Choi
和 Ang ( 2012) 将传统的 IDA 法延伸到贡献率分析，以此来解决总量指数的增长率

分解问题。在能源消费强度增长率成为政策制定者的关注目标后，贡献率分析对此尤

其适用。González ( 2015) 将能源消费强度分析纳入了 LMDI 分解方法框架中，开发

出一个新的分析模型来测算欧洲国家每一部门对能源消费强度因素的贡献率影响。研

究结果发现，欧洲一些转型经济体国家的产业结构转型对能源消费强度的改进效应明

显，而工业部门 ( 包括建筑业) 在欧洲主要国家给总量能源消费强度带来的均是负

面影响。
( 2) 改进 IDA 法进行跨区域的能源消费或碳排放效果比较。Lschel 等 ( 2015 )

利用世界投入产出表，研究了欧盟 27 国在 1995—2009 年的能源消费强度下降问题。
其将能源消费强度的变化归因于一国工业结构的改变与工业部门能源这两个因素，并

用 IDA 法对这两个因素的影响进行了分解，发现不同国家对这两个因素的不同控制

程度，是造成各国能源消费强度差异的主要原因。为了更好地分析多区域问题，识别

不同地域不同时间下碳排放的变化原因，给政策制定者提供参考，Ang 等 ( 2016) 构

建了一个包含跨期跨区域的空间 IDA 模型，并用来比较 1990—2010 年 10 国发电产生

的碳排放强度，进一步扩大了 IDA 法的应用范围。
( 3) 融入其他模型拓展 IDA 法的分析框架。刘博文等 ( 2018 ) 在 LMDI 分解法

框架中融入了 Tapio 脱钩指数①，对 1996—2015 年中国碳排放的脱钩弹性和脱钩努力

程度从全国和地区层面进行了分析。其测算结果表明，中国在 “九五”、 “十一五”
和“十二五”期间呈现弱脱钩状态，而各地区均做出了脱钩努力，其中北京脱钩努

力最大，宁夏和青海脱钩努力最小。胡振等 ( 2018 ) 构建了一个 IPAT-LMDI 扩大模

型，涵盖了家庭规模、住宅利用率、经济发展水平、碳排放率、能源消费结构和能源

消耗强度等多个因素，对日本家庭碳排放的变化规律进行了分析。其发现碳排放率、
能源消费结构和经济发展水平是推动日本家庭碳排放上升的主要因素，而住宅利用

率、家庭规模和能源消耗强度是抑制因素，这表明优化家庭能源结构、合理控制住宅

增速和节能标准，将有助于实现碳减排。

四、结构分解分析评价

SDA 方法利用投入产出表，以消耗系数矩阵为基础，可对各影响因素如产业部

门最终需求、国际贸易等进行较为细致的分析，其主要分析工具为投入产出法。早在

20 世纪 60 年代末期，投入产出分析就已被用于环境问题的研究中。进入 20 世纪 80
年代后，该法逐步成为研究能源排放分解的 有 力 工 具，得 到 了 较 为 广 泛 的 运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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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Tapio 脱钩指标是一种弹性系数指标，该指标基于碳排放和经济产出的变化量之比，以弹性值范围来界

定碳排放和经济发展的“脱钩”状态。



( Gould and Kulshreshtha，1986) 。投入产出分析是一种研究经济系统各个部分间表现

为投入与产出的相互依存关系的经济数量方法。假定 M = c ( I － A) － 1，其中 c 为 1 × n
阶矩阵，表示部门的生产要素投入; A 为 n × n 阶矩阵，表示当前消费需求，包括对

国内产品与进口产品的需求; I 为单位矩阵。 ( I － A) － 1 即为 “里昂惕夫逆矩阵”
( Leontief Inverse) L。

要素总量为 C =My + Cd。其中，y 为 n × 1 阶商品投入向量; Cd 为一标量，表示

直接使用要素; My 表示所有投入中间接使用的要素。
在 SDA 法研究中，需要将上述的排放总量 C 结构性地分解为对排放有影响的各

种因素。Lenzen ( 2003) 设定 C = cLy + Cd，并将 L 分解为前向关联 f ( 表示消费者对

排放的影响) 、工业结构 S 及后向关联 b ( 表示厂商对排放的影响) 。定义 f =∑n
i = 1Lij，

S = L
∑n

i = 1Lij
，b =∑n

j = 1 Lij，从而将 L 分解为 L =∑n
i = 1 Lij

L
∑n

i = 1Lij∑
n
j = 1Lij

∑n
j = 1 Lij，即 L =

fSb。y 也可被分解为 y = uvYP + gZ。其中，n × d 阶矩阵 u 表示 d 个种类下单个部分的

最终需求与该类的总最终需求之比 ( un，d = yn，d / yd ) ; d 阶向量 v 表示各个种类下的最

终需求与总消费之比 ( vd = yd /Y) ; Y 表示总消费; P 表示人口数量; 1 × n 阶向量 g
表示出口加成指数，n × 1 阶向量 Z 表示出口总量。直接排放 Cd 表示剩余排放，可被

分解为 Cd = cresP，其中，cres表示剩余情况下消耗的每单位资本投入所产生的温室气

体排放。综上可得: C = cfSb ( uvYP + gZ) + cres P。借鉴 Divisia 分解法中的微分思

想，可将排放变化分解为:

ΔC = ΔcfSb( uvYP + gZ) + cΔfSb( uvYP + gZ) + cfΔSb( uvYP + gZ) + cfSΔb( uvYP + gZ)

+ cfSb( ΔuvYP) + cfSb( uΔvYP) + cfSb( uvΔYP) + cfSb( ΔgZ)

+ cfSb( gΔZ) + ΔcresP + ( cfSbuvY + Δcres) ΔP ( 9)

借此，可计算出各因素对排放波动的影响。
SDA 法特别适合于研究碳排放增长的分行业或部门影响因素。Chang 等 ( 2008 )

利用基于投入产出的 SDA 法全面评价了中国台湾地区 1989—2004 年工业领域的二氧

化碳排放。其将二氧化碳排放变化分解成 9 个指数的贡献，分别检验了 1989—1994
年、1994—1999 年及 1999—2004 年导致二氧化碳排放波动的主要影响因素。Wood
( 2009) 利用 SDA 法研究了近 30 年内澳大利亚温室气体排放情况。其将温室气体排

放变化分解为 11 个影响因素，发现关键部门与工业结构的变化对温室气体排放波动

的影响程度最大。近年来，SDA 法被广泛用于研究家庭消费、政府购买、固定资产

投资、库存投资、国际贸易等最终需求部门对碳排放的影响，尤其是国际贸易已成为

SDA 法使用最热门的领域。Hoekstra 等 ( 2016 ) 估计了一国因进口他国碳减排技术

更好的产品来替代本国产品所需的成本; 通过使用 SDA 法，发现 1995—2007 年这

种进口替代显著降低了高收入国家的碳排放，但增加了低收入国家的碳排放。总体

而言，这种进口替代对全球碳排放增长的贡献率达到 18%。此外，横截面 SDA 法

近年来也得到发展，被应用于跨区域比较与横截面数据 分 析 等 方 面。Su 和 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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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 提出了空间 SDA 法的分析框架来进行跨区域比较，考察了中国 30 个地区

的碳排放情况，并对其碳排放绩效进行了排名。一些学者还将多区域投入产出表以

及 GTAP 模型纳入 SDA 法的分析框架中，通过涵盖更多数据和更细致的模型，能够

挖掘出影响不同国家碳排放的深层次原因 ( Dietzenbacher et al. ，2013; Arto et al. ，

2014) 。

五、结论

本文介绍了目前较为常用的几种分解方式，并进行相关比较。综合看来，IDA 类

分解方法易于分解含有较少因素的模型，并适合处理时间序列数据，进行跨国比较。
其中，LMDI Ⅰ分解法与修正的 Laspeyres 分解法凭借无残差、易使用等优点得到较为

广泛的运用。SDA 分解法则可用于进行更为系统的分析，分解较多因素对排放量的

影响; 但这类方法对数据收集有较高的要求。SDA 分解法与 IDA 分解法最大的区别

在于前者基于投入产出系统，而后者则只需使用部门加总数据。通过对这两类方法在

使用条件与使用方法上进行比较，可发现相比于 IDA 法，SDA 法对数据有更高的要

求，这是其主要劣势。但 SDA 法的主要优势在于可凭借投入产出模型全面分析各种

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因素，特别是某部门需求变动给其他部门带来的间接影响。而这是

IDA 法所不具备的 ( Hoekstra and van der Bergh，2003) 。
目前，关于碳排放的各种分解方法仍在不断发展中。除了 IDA 类与 SDA 类分解

方法外，一些新的方法开始涌现。如 Wang ( 2007) 利用生产理论中的 Shephard 产出

距离函数将能源生产率分解为五部分; Zhou 和 Ang ( 2008 ) 使用 Shephard 产出距离

函数与环境数据包络分析将二氧化碳排放分解为七个因素等。然而，各方法之间并非

完全独立，分解的结果之间存在一些直接或间接的联系。Ang 等 ( 2009 ) 、Hoekstra
和 van der Bergh ( 2003) 分别对 IDA 类分解方法下的各方法之间、SDA 分解法与 IDA
分解法之间的联系进行了研究与梳理。各方法之间的关联与融通将会是今后研究中的

重点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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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composition of Carbon Emissions:
Theoretical Basis，Path Analysis and Selection Evaluation

Qu Shen-ning
( Institute of Industrial Economics，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Beijing 100836，China)

Abstract: The decomposition of Carbon emissions which makes up the analytical
framework for studying the changing characteristics of Carbon emissions，has been applied
more and more in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research gradually. In this paper，several
decomposition methods are introduced and compared. IDA ( Index Decomposition Analysis)
methods usually use energy identities to represent carbon emissions，and decompose them
according to different weighting methods to determine the share of each factor. IDA methods
are easier to decompose models with few factors，and more suitable for processing time series
data and making cross-country comparisons，which include Laspeyres index decomposition
and Divisia index decomposition. LMDI Ⅰ method is widely used because of no residuals.
SDA ( Structural Decomposition Analysis) method can conduct more systematic analysis and
decompose many factors from carbon emissions，but it has more requirements for data
collection. The biggest difference between SDA method and IDA method is that the former is
based on input-output system，while the latter only needs sectoral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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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张 莹

211

2019 年第 3 期


